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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

机理与政策测度:国外文献评述

邵传林
*

摘要: 通过对国外文献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概览，本文发现，农村非

正规金融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借贷的外生交易费用，还能够降低制度性的内生交易费用;农

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与农

村正规金融共存;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为了

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却很有限，因而政

府要想有效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但已有
研究并未定量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有文献计量农村非正

规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这就为进
一步的研究指明了可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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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人口密度较低，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农业经济活动的风险较大

( Pearce and Helms，2001) ，这些因素必然促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时的外生交易费用极其高昂;另
一方面，由于农户缺乏规范的抵押品，也没有良好的信贷记录供银行参考，而且其贷款规模较小、贷款期限偏
短，正规金融机构要对其发放贷款，必须对农户进行甄别、筛选，这就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高额的内生交易费
用。因此，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对他们实施信贷配给，或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既然在信息约束的真实世
界里搜集有关借款者信誉的信息以及保障合约的执行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对一些贫困农户来说，即使拥有能

盈利的投资机会也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筹集到资金，信贷配给已司空见惯( Ghosh，et al．，2001; Djankov，et
al．，2008)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资金的农户不得不求助于当地非正规金融，如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
借贷、私人借贷、银背、地下私人钱庄、合会、基金会、典当行、民间贴现、高利贷等。笔者根据 North( 1981 ) 、
Olson( 1982) 、De Soto( 1989) 等对非正规部门的界定，将本文中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定义为: 不受政府管制且
不纳税的融资制度安排及金融组织。
已有的研究表明:为了解决中低收入以下的贫困农户借款难的问题，也为了使农户远离“高风险”的非

正规金融市场，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的优惠贷款项目，这包括由政府赞助的小额贷款、政策性
金融机构发放的财政补贴信贷等。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融
资的活动依然很普遍，农村非正规金融依然是农户融资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缺乏法律保护的农村
非正规金融为什么深受农户的欢迎? 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有什么样特殊运作机制使其长盛不

衰? 该制度安排具有经济效率吗?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兴起而衰落? 显然，这些问题都

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笔者从农户的视角对国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
微观机理及其经济绩效进行总结，并对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境况做出评判。这不仅
有助于解决我国“三农”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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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生发逻辑、规模测度及功能测度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发逻辑

国外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内生说”和“外生说”。“内生说”认为，非正规
金融起源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因而它是内生的。Stiglitz 和 Weiss( 1981 ) 借助一个信贷配给
模型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内生性假说的正确性。而“外生说”则认为，外在的制度扭曲是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真
正原因。国家实施金融抑制政策，并对借贷利率进行管制，造成信贷资金的供给远远小于农户的资金需求，
在此背景下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实施信贷配给，于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便应运而生了。如，Mckinnon( 1973 )
最早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第一次明确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制度性根源。
Anders( 2002) 也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外生性的，是对国家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一种被动回应。此外，
Chaudhuri和 Gupta( 1996) 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代理人故意
拖延贷款的发放时间促使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显然，这种观点也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外生的。①

但是，“外生说”的主张者认为，非正规金融起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而某些政府官员及利益集团因非正规部
门的存在而获益，这些人就会通过连续出台管制政策而使非正规部门持续生存下去，进而持续性地获得制度

租金( Loayza，1996) 。但有学者基于陕西、甘肃和河南三省 1 577 户农户的调查样本对中国农村民间借贷行
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小农偏好”倾向，或者说，农户对正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需
求，他们更偏好于从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但他们并不能确定这种偏好是起源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
贷配给还是起因于其他方面( Turvey，et al．，2010) 。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几乎没有学者予以否认。但不同国家因具体情
况有别，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相差较大( Arvin － Rad，et al．，2010) 。Duong和 Izumida( 2002) 通过对越南
农村金融市场的入户调研发现，该国非正规金融能够满足农户流动性信贷需求。调研既包括消费型信贷需
求，也包括生产型信贷需求。调研还发现非正规金融借贷总额占农户借贷总额的 20． 8%，其平均利率要高
于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并且利率变动幅度较大。根据对秘鲁 Piura 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状况的调查，
Guirkinger( 2008) 发现该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贷款总量相当于正规金融的 20%，非正规渠道的贷款期限约为 6
个月，而正规金融的还款期限为 9 ～ 13 个月;非正规金融平均年利率为 101% ～ 121%，而正规金融的利率为
58% ～69% ;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占贷款总额的 2%，而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占贷款总额的 3． 7% ;非正规
金融贷款需要抵押品的概率为 2% ～9%，而正规金融需要抵押品的概率为 58% ～59%。
对于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决定因素，不同学者的看法迥异。比如，Loayza( 1996 ) 使用一个内生

增长模型对多国非正规部门的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发现，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越重并且其

司法制度的效率越低，该国非正规部门对 GDP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即政策参数变量与政府制度效率
的变化会使非正规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进而阻碍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他还用拉丁美洲地区的数据
对此假设进行证实。Djankov等( 2002) 通过对 85 个国家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观点:一个国
家的进入管制越严厉，其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就越大。而 Auriol和 Warlters( 2005) 的研究则发现，除了进入门
槛外，一国的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也会影响该国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规模。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政府机构的工
作效率、政策管制( 如最低工资法规定、解聘违约金制度) 、种族歧视程度、进入正规部门的固定成本( 包括注
册费用、审核费用、时间成本、寻租费用等) 、政府税赋、政策的一致性、腐败程度、司法制度效率( 如产权界定
与保护、合约的执行) 、宏观环境的稳定性等因素都会影响一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 ( Straub，2005 ) 。Lassen
( 2007) 则指出一国种族分隔越严重，该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就越大。显然，一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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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观点还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决定机制进行了精彩分析。农户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时，正规金融的代理人为
了收取贿赂故意延长贷款的发放时间( 设租) ，而农户为了早点获得贷款不得不对其行贿( 寻租) 。因此，农户向正规金融部门
借款的实际利率包括市场上的正常利率和由正规金融代理人决定的行贿成本( 行贿率) ;另一方面，农户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

款的利率由非正规放贷者决定。因此，可以把正规金融的代理人决定行贿率及非正规放贷者决定民间借贷利率的过程看作
非合作博弈过程，当信贷市场供求平衡时，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正规机构的实际利率相等，这就是纳什均衡。Gupta 等
( 1991) 认为，利率是由农户和民间放贷者共同决定的，而正规金融部门的代理人并不决定行贿率。



因素影响，无法得出统一的测量指标，并且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隐蔽性，也无法进行统计，只能根据抽样调查

得出粗略的描述。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功能测度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但对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仍存

在较大分歧与争论( Ghate and Srinivasan，1992; Beslay，1995 ) 。大多数学者认同非正规金融的正面作用，但
也有极个别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上作用非常有限。比如，Habtom
和 Ruys( 2007) 通过对厄立特里亚传统农业社会的考察发现，村民们为了克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
击对其生存的影响，在正规制度和私人商业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会在各自的社区内自发组建互助协会来

解决融资、保险等难题，也即借助当地的社会资本来缓解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显然，这种传统分担风险的
制度安排能够发挥现代制度的功效。Jia等( 2010) 在对华北平原上 337 家农户借贷行为进行考察时发现，农
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不仅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传统农业转型。当然，也有学者
认识到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比如，Masciandaro ( 2004) 对非正规金融与人口流动的关系进行
研究时发现，非正式网络与洗钱风险及金融恐怖主义有着某种联系。Zagaris( 2007) 对非正规金融在洗黑钱、
逃税、规避管制等非法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性分析，还证实非正规金融对社会确实具有一定的负面影
响。

Tang( 1995) 通过考察中国台湾地区非正规信贷市场得出如下结论:对于缺乏规范抵押物和标准会计账
户的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满足其信贷需求，还能矫正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功能失

灵，在中小企业及农户的投资与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较强的比

较优势，可通过社会人际关系、业务关系来低成本地获取借款者的相关信息，进而大幅度降低借贷过程中的
交易费用。Zhu和 Li ( 2007) 基于一个 IVQR模型对农业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时发现，非正
规金融不仅有助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它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具有迥异的影响，不能显著地促进最贫困和最富裕农户的收入增加，但能使中低收入

的农户获益。对此，其他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Hulme和 Mosely( 1998) 在对 7 个欠发达国家的 13 个民
间微型信贷组织进行调研时发现，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设计特征与减少贫困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这些民

间信贷组织若向富裕农户发放贷款则能显著地提供其收入，但面向贫困农户发放贷款却不能显著地增进其

收入。尽管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因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优势而得以生存、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
部门不具有合法性，参与该活动的人员不受国家司法部门的保护，其维护产权的成本很高，也无法享受很多

公共品服务，如自由进入资本市场、技能培训项目、政府的支持与赞助等。这意味着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
用既不能持完全否认、蔑视的态度，也不能过分高估，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总之，基于地缘、人缘和血缘关系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借贷上具有较低的信息成本优势，能够以较低交

易费用和风险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非正规金融除了能够满足被正规金融“溢出”的需求①外，还能够
满足本来就偏好它的客户之需求( Bell，et al．，1997) 。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

(一)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借贷行为的因素

1．家庭层面的因素
农户何时会向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 农户是按时偿还农村非正规放款者的贷款还是进行策略性违

约? 这些选择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既包括制度层面的因素，也包括道德层面的因素，而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

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Duong和 Izumida( 200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的总耕地
面积和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农户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关键变量。根据巴基斯坦农村 224 户农户的调查样
本，Chaudhary和 Ishfaq( 2003) 使用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农村借款者偿还贷款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
以下结论:不能仅依据借款者有无抵押品来决定是否向其贷款，抵押品不是决定还款率的唯一变量，借款者

的历史信用记录、职业、受教育程度、借款目的、期限等因素也影响偿还率，但借款者的潜在信誉度是决定放
款者发放贷款的最重要变量。而 Fatima( 2009) 基于应用经济研究中心( AERC) 对巴基斯坦农村妇女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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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配给而无法取得贷款的借款者的需求。



资料，运用 Logit回归法对影响女性参加农村金融市场( 包括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 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发现社会经济条件、家庭文化背景、农户家庭特征等因素显著影响女性的信贷需求和她们获得信贷的概率，
而年龄、婚姻状况、雇佣状况等会激励女性借款，家庭抚养率也会增强女性借款需求。这就为安排何种支农
信贷项目提供了启示。他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提高农村妇女的信贷意识，应对其进行教育培训。
此外，研究还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型信贷政策会扭曲借款者的行为。不过，家庭层面因素还有可能造

成非正规融资渠道不畅，也即由于家庭成员的认识及偏好的不同，造成资源无法在家庭内最优配置。根据对
南美洲巴拉圭农村 210 对夫妇的入户调查，Fletschner ( 2009) 发现家庭层面的信贷协调机制存在问题，与男
性相比，女性受到的信贷配给更为严重，23%的样本女性曾遭受信贷配给，17%的样本男性曾遭受信贷配给，
在其丈夫拥有可资利用的信贷渠道的妇女中却有 15%的女性遭受信贷配给。其他的经验证据也表明，家庭
成员往往没能充分利用一些潜在机会去促进生产要素的交换与风险的分散 ( Udry，1996; Duflo and Udry，
2004) 。

2．社区网络和信任
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与以匿名交易为基础的正规金融机构不同的是，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交易发生

于熟人社会内，其正常运作要依赖声誉和社会关系①这两个变量( Allen，et al．，2005; Ayyagari，et al．，2007) 。
而社区网络是声誉和社会关系起作用的载体，因而也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其实，农村非
正规金融市场之所以具有较低的违约率，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
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 Elyachar，2002; Rankin，2002 ) ，而社会资本代表参与者利用其在社区网络与社
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关系去获得收益的能力( Fukuyama，1995; Portes，1998; Putnam，et al．，1993 ) 。显然，作为
社会资本的社区网络不仅能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带来收益，还有利于协调借贷双方的关系。Okten
和 Osili( 2004) 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对家庭及社区网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从信
息传递的角度对社区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具有知识提供的作用进行了解释。具体来说，第一，社区网络向
借款人提供市场机会，以降低搜寻成本，从与邻居的交往中学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程序、借款合同等知识;
第二，有利于放款者降低监督成本及合约执行成本;第三，女性从参与社区网络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男性的

收益，尤其是对贫困女性;第四，有助于参与者沟通、交换关于新的贷款机会的信息，在潜在的借款合伙人之
间形成默契，而参与社区会议则能提高农户获取新的融资渠道的概率;第五，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资本比社

区型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作用更大。
显然，在传统的村庄社区内，由于私人放款者与借款者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经过频繁的接触而建立

了稳定的村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与社会网络及社区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Guiso，et al．，2009; Karlan，et
al．，2009) 。或者说，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从彼此的熟悉获取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是依靠现
代契约树立的，而是一种自我履约行为( Kumar，2009) 。对此，Turvey 和 Kong( 2010) 基于中国农户的调查数
据进行了证实，并得出如下结论:农民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概率就越高。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还得出了非正规金融内生性的结论，即非正规金融不是正规金融部门信贷配给的结果，而是相反。

3．借贷行为中的博弈关系
借款者( 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 、正规放贷者及非正规放贷者是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已有研

究表明，这些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这不仅包括非正规放贷者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间的博

弈，还包括正规放贷者与非正规放贷者间的博弈以及三者间的博弈。若考虑到政府干预的作用，则农村信贷
市场上的博弈关系会变得异常复杂。厘清这些博弈关系是理解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运作机理的关键。
在具有执行约束的信贷市场上，潜在违约者的外部选择机会的变化会对信贷合约条款及借款人的收益

产生影响。Genicot和 Ray( 2006) 使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农村借贷市场上借贷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与
合约执行力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当借款者的叫价能力大于某临界值时，其预期效用随外

部机会的减少而上升;当借款者的叫价能力较弱时，其预期效用随外部机会的减少而下降。此外，合约执行
力度的强弱直接表征着外部机会的多寡。上述研究还表明，Krueger 和 Perri ( 2006 ) 的论断与 Kranton 和
Swamy( 1999) 的观察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的前提假设不同。Andersen和 Malchow － Mller ( 2006) 通过对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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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有学者认为，声誉和社会关系不只是非正规金融机制的主要特征，还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Zhang，
2008) 。



达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贷款者与正规机构贷款者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发现，由于正规信贷机构总是

要求贷款抵押物，进而造成这两种放贷者合作放款所达成的博弈均衡为纳什均衡，在这种博弈结局下，每类

放贷者都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如果政府用财政补贴正规放贷者，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研究还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农户把土地作为抵押物来申请贷款，但当农业收成不好时，

很多农户却因此而失去土地，于是，放款者集中了违约农户的大片土地( Rothermund，1993) 。农户对土地具
有很强的依赖性，土地不仅能保证其收入来源的相对稳定性，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农户对土地价值的

估价往往会超过放款者的估价。既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什么农户还敢冒着失去土地的风险以土地
作为抵押物? 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博弈模型，Bell和 Clemenz( 1998) 对上述悖论进行了解释:放款者为
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会要求农户以土地作为抵押物，此时由于农户担心失去土地，会努力劳动去偿还贷款进

而保住其土地。但随着放款者对土地估价的提高，他们非常希望农户违约进而获取农地，会引诱农户申请策
略性贷款。当有两个放款者在同一个市场时，就会形成一个斯塔伯格博弈过程。假如在信贷市场上存在正
规放款者的进入威胁，尤其是当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雄厚时，竞争性的潜在压力会促使民间放款者向农户提

供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贷款合约，于是市场均衡得以实现，尽管事实上正规放款者并没有进入该市场。
4．对合会的进一步研究
合会是一种古老的投融资形式，广泛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外学者主要从数理模型推导与案例研

究两个维度对合会进行研究。比如，Besley等( 1993，1994)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合会的运作过程及其效率作
了详细的分析，并论证合会具有平滑消费、强迫储蓄的功能。而 Kovsted 和 Lyk － Jensen( 1999 ) 使用一个数
理模型对标会和轮会的运作效率作了区分。根据对牙买加农村地区参加合会的农户进行的抽样调查，他们
发现，会首与其他成员间的合约安排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会首的收入与合会的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而且会首进行资产专用性的投资程度越高，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则合约的种类就越丰富、越灵活;大
多数会员参加合会是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但仅有 14%的样本农户参与合会是为了进行储蓄，以应付未来
预防性支出。此外，他们还证实了以下假设:合会的规模越大，每个成员的收入就越低。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结构

1．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关系的考察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二者是相

互替代、相互竞争，还是共同生存、相得益彰呢? 一种观点认为，两者间具有横向的关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
者可以共生( symbiosis) 。正如 Jain( 1999) 所言，与正规放款者相比，非正规贷款者更了解借款者的信誉，在
信息方面占有比较优势;而正规放款者在吸收存款、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上占有规模优势，但并不了解借款
者的信誉，或者说，弄清借款者的信誉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因而会对借款者实施信贷配给。① 遭受信贷配
给或金融排斥的借款者会求助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来满足其未得到满足的信贷需求，这说明借款者会同时参

与这两个市场。另一种情况是，借款者通过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来偿还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进而使两个
部门间接地联系起来( Varghese，1996) 。其实，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不一定存在竞争关系，二者各有不
同的服务群体( Tsai，2004) 。另一种观点认为，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具有纵向的关联，正规
金融部门先把大额贷款以较低利率贷给民间放贷者，再由后者把小额贷款贷给农户。比如菲律宾政府实施
的农业发展低成本融资计划规定，先将资金以优惠利率贷给农业投入供应商，再由后者转贷给农户( Floro
and Yotopoulos，1991) 。总之，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通过私人借款者而间接
地相互竞争、相互依赖、共生生存。

2．对非正规金融市场上信贷分层机制的考察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主要有两个资金的供给者，即地主和工商业者。地主在发放贷款、监督农户的

行为及测度农户的真实收入上具有很低的信息成本，而工商业者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资源才能正确地估计

出借款者的信用状况及其真实收入。通过构建一个策略博弈模型，Mansuari( 2007) 清晰地阐释信贷分层机
制，即由于地主和工商业者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相互竞争，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相对贫困的农户偏好向地

主借款，而相对富裕的农户倾向于从与其有业务联系的工商业者那里借款。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广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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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有学者认为，若考虑到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正规金融对借款者实施的信贷配给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严重
( Anjini，1997) 。



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信贷分层现象。例如，Floro 和 Yotopoulos ( 1991) 发现，在菲律宾农村信贷市场
上资金充裕的大批发商很少直接与小额资金需求者打交道，而是贷款给当地的代理人———小工商业者( 或
地主) ，而小工商业者( 或地主) 具有合格的抵押品且非常熟悉当地的各种情况，如庄稼产量、收获时间、当地
农民的信誉等，后者再把小额资金贷放给农户。工商业者( 或地主) 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中介人( 或
中间人) ，他们通过减少直接向大批发商借款的人数来降低信息费用，这有助于克服因借款人数众多而无法

有效沟通信息的难题( Fishman，2009) 。Fuentes( 1996) 也发现在蔬菜销售市场上存在一个垂直的等级型信
贷结构，即大批发商———中介人———小农户。

3．基于关联性交易的贸易信贷:一种新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分工程度不高，农业服务专业分工更不高，如生产资料的供应商、农副产品的销售商

以及民间私人放款者，这三者并没有通过分工而各司其职，而是交织在一起，贸易者既充当供应商或销售商，

又充当民间放款者( Crow and Murshid，1994 ) 。这不仅造成制度性交易费用高昂，还无法利用分工的好处
( Basu，1997) 。而生产资料供应、信贷与农作物的销售这三者间的关联性交易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也即降
低监督费用与信息搜集费用) ，并减少违约率，保障合约的顺利执行，还有助于攫取隐性利息( Ray，1998 ) 。
一些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关联交易非常流行。比如，信贷市场与土地租
赁市场、劳动力市场、农作物销售市场的交易往往同时进行。还有学者根据关联的对象不同把关联性信贷市
场分为以下几类:地主 －佃农间的关联信贷交易、供应商 －地主 －佃农间的关联信贷交易以及供应商 －农户
间的关联信贷交易。还有学者指出，信贷渠道与销售渠道是逆向平行运作的( Floro and Ray，1997) 。
关联性交易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它会提高农户的贷款利率，另一

种观点认为会降低利率( Gangopadhyay and Sengupta，1987 ) 。Chakrabarty 和 Chaudhuri( 2001 ) 假定佃农具有
异质性( 不同的技术水平) ，地主对不同类型的佃农发放不同利率的贷款和地租以最大化其收益。当正规金
融部门实施信贷配给时，地主会对能力强的佃农提供最优贷款，对能力弱的佃农提供次优贷款;作为垄断者

的地主会使用关联合同最大限度地攫取消费者剩余; ①当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优惠低息贷款增多时，会提高

地主的效用而对佃农没有多大影响。而一种减少地主垄断势力的方法是使正规金融提供的贷款利率更有弹
性。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还发现，当正规金融信贷市场供给的贷款利率更有弹性时，地主会增加对佃农的资金
供给量。但一份对巴基斯坦逊德省的调查则发现，关联性合约安排对地主和贸易者都有利，投入品的价格和
产出的价格都有竞争性，没有证据表明该制度会增加对农户剩余价值的过度剥削( Smith，et al．，1999) ，而这
又取决于农村非正式信息传播网络的健全与否。
以关联性交易为基础的贸易信贷，实质上是一种由供应商向其客户( 农户或中小企业) 提供的无任何抵

押品的信用贷款，是一种新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 Ageba and Amha，2006) 。对农户及中小企业来说，
由于其缺乏合格、规范的抵押品，无法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而通过贸易信贷获取短期流动资金不失为一种
低成本的融资方式。一个对津巴布韦 200 家中小企业的调研发现，贸易信贷主要依靠无限期的相互联系及
交易而运作，而信任与信誉是其存在的根基; 没有知名度的个体只有经过足够长的考验后才能参与贸易信

贷，而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微观个体则很容易获得贸易信贷;社会网络在贸易信贷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通过“流言碎语”传播违约者的信息上;由非洲本土人建立的中小企业不使用贸易信贷，而由外来定居者控
制的中小企业却普遍使用它( Fafchamps，1997) 。此外，贸易放贷者还通过按月支付货款的守时性来判断借
款者的收入情况，一旦发现支付链中断，就停止发放贸易贷款，但放贷者很少对违约者进行惩罚( Fafchamps，
1996) 。可见，贸易信贷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是其流行的基础。
当然，想要充分发挥贸易信贷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必须具有一些条件:第一，贸易者之间要存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不存在垄断势力;第二，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如通信技术、运输条件等;第三，较发达的商品
交易市场;第四，有利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环境( Smith，et al．，1999) 。

四、政府干预主义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也为了降低农户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以及降低非正规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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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观点认为，关联交易制度是剥削穷人和小农户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联交易对穷人和小农户都

是有利的( Harriss，1993) 。



场利率，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干预( Jia and Guo，2008; Guo and Jia，2008 ) 。比如，由政
府扶持的各种农村金融中介机构、优惠贷款项目以及受政府支持的私人金融中介，如印度尼西亚的农村金融
中介( RFIs) 、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中国政府近几年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孟加拉农村发展协会
( BRAC) 推出的扶贫项目、非政府组织( NGO) 推出的针对中低收入农户发放的小额贷款( Goetz and Gupta，
1996) 等。但事实表明，政府干预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案例( Bell，1990) 。比如 Chaves和 Gonzalez －
Vega( 1996) 对印度尼西亚农村金融中介的成功进行了描述，他们指出，该微型金融中介向大批贫困农户提
供小额存贷款服务，极大地满足了中低收入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该机构还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获得

了一定的盈利。一般而言，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官办农村金融机构很难持续生存，自生能力较弱，印度尼西亚
RFIs缘何能例外? 印度尼西亚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深化政策( 如放松金融进入门槛、
实施利率自由化) 的实施等条件为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必要前提。当然，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该机构独特的
制度设计机制，如基于个人特征的信贷制度、监督及代理人的本土化、基于本地权威人士的资信证明、对员工
实施绩效工资、项目经理可不受政府干预进行独立自主的信贷决策、一次性而非连续性的财政补贴策略、实
施社会资本抵押机制等( Chaves and Gonzalez － Vega，1996) 。显然，这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先前的干预结果形
成了鲜明对比。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在 1980 年代初就对农户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 贷款年利率仅 12% ) ，但
中低收入农户并没有得到很大实惠，而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农户成了实际受惠者，耕作总农地比重 34%的贫
困户仅得到了 20%的贷款，事实上，优惠信贷并没有使这些农户远离高利贷( nal，et al．，1995) 。还有学者
在对华北农户借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发现，政府主导的惠农贷款不是被贫困农户获得，而是被乡村精英

获得，而且这些贷款并不能显著地促进农业投资增长( Jia，et al．，2010) 。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政府对农村
金融市场的干预，如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会计制度的变更、利率管制、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等，会影响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并对其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 Tang，1995) 。
时至今日，对于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经济学者们仍未形成一致看法( Rankin，

2008) 。笔者由此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由政府扶持的农村金融发展项目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挤出
效应吗?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会因此而消亡吗? Tsai( 2004 ) 基于印度和中国两个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国
家支农项目并没有影响非正规金融的持续存在，这可由四个相互补充的原因来解释:一是正规金融和优惠信

贷项目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小农的信贷需求;二是国家执行其政策的能力不足，比如，在国家支农信贷资金

发放的过程中，信贷官员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迎合地方的偏好，使信贷偏离最初的用途;三是地方金

融市场具有分割性，任何一种支农项目都只能满足一部分农户的需求;四是支农信贷项目本身存在制度性缺

陷。
Jain和 Mansuri( 2003) 的研究表明，微观金融机构( MFIs) 发放的按期还款型小额贷款并没有对非正规

金融产生挤出效应。按期还款型贷款项目的推广非但没能动摇民间借贷者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反而
使其活跃起来，还间接地提高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 Hoff and Stiglitz，1994) 。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呢? 一
种观点认为，取得按期还款型贷款的农户必须定期偿还贷款，但农业生产的收益往往存在时滞，因此农户不

得不借助于非正规金融来偿还贷款，这必然增加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需求量。显然，这与以往的认识甚为不
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优惠信贷政策的实施会产生重构效应，也即:因为由不同违约率借款者构成的群
体具有异质性，当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下降时会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这会使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潜在借

款人群体的结构发生逆向变化，即守信借款者的比重下降，而高违约率借款者的比例增加。尽管优惠信贷政
策能够降低民间放款者的机会成本( 正效应) ，但也会提供其客户的违约率( 负效应) ，当第二种效应超过第

一种效应时，就会导致非正规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下降，进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 ( Bose，1998 ) 。这与 Jodhka
( 1995) 对印度三个村庄的非正规放款者的调研结果相一致。他发现，随着国家补贴性信贷计划的推广，许
多放款者感到放款的风险越来越大，因而减少了放款规模。此外，还有些学者发现，农村正规金融中介的入
股比例、授权方式、垄断程度、行贿等因素都会影响优惠贷款在中低收入农户中的分布状况，富裕农户获得优
惠贷款的比例要高于贫困农户的比例( Bedbak，1986; Sarap，1990) 。
显然，上述讨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意。政府实施的支农措施，比如优惠信贷计划、最高利率管制、财政补

贴贷款等，不仅无法替代或取代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而提高正规信贷的覆盖率，也无法有效降低非正规金融

市场的利率。事实表明，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微观主体行为的激励方向，但却不能消灭农村非正规金融，在
某些条件下还有可能使其繁荣起来，而且扶贫性信贷项目的实施也离不开非正规金融市场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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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已有文献的评判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尽管学者们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存在种种不足，但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致认识，概括如下:第一，在

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相互竞争、相互依赖、共生生存;第二，农村非正规金融自
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如信贷分层机制、贸易信贷、关联性交易;第三，以家庭为结点
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社区文化及村庄信任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中

起着重要作用;第四，政府要想有效地干预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要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农户的信贷需求;第五，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

贫项目的作用非常有限。
从上面的综述可看出，国外学界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对农村非正规金

融的生发逻辑、内在机理、规模与功能测度等方面。但现有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证明非正规金
融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效率上，并没有思考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问题，这包括非正规金融是否应该规

范化、如何正规化以及有哪些路径或模式可以选择等，也未考虑如何构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机
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的研究也主要是抽象理论模型的构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分析;对非正规金融

与正规金融的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缺乏定量研究，并没有测度出在何种情况下二者发生替代关系、何时发生
互补关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农户、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没有明确
“金融监管悖论”问题的制度背景;较少有文献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去研究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 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如何演化生成的。此外，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理论
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建立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文献仅对常识性观点进行证实，缺乏思想

深度，较少有文献测度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农户民间融资额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计量出非正规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这就为进一步考察该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笔者得到启发，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有两个视角可选择:一个是从农户的

视角切入，研究农户是如何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另一个是从农村中小企业的视角切入，研究农村中小企

业是如何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就中国而言，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相比，农户融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
紧迫、重要。而从农户的视角来切入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并使用实证分析
方法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作机制及其转型，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从关系治理到契约治理转变的条件与

途径。这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来研究:第一，从微观层面，通过进行实地调查，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来研究非正规金融的微观运作机制及其合作的制度基础，研究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过程中的困难，考察

个别地区在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过程中的经验是否具有一般性，能否将个案研究推广到一般情况。第二，从中
观层面，可使用一个逐步扩展的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农户、非正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博弈关
系，并重点研究农户的自由契约权( 或签约权) 在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下是如何造成租值耗散的，研究农户是

如何通过非正规金融来维护其财产权和发展权，该产权强度又是如何随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变化而消长，

进而揭示出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如何界定其行为边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第
三，从宏观层面，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路径，分析影响非正规金
融发展的各种外部约束条件，如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金融监管政策、农业生产的效益等因素对非正规金融
发展空间的约束，并重点分析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其实，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提供具体建

议，还可用中国的制度创新实践检验制度变迁理论的适用性，或能拓展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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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osmic Mechanism and Policy Measuring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A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Shao Chuanlin
( School of Finance，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foreign literature on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problem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can not only reduce exogenous transaction costs for households’borrowing，but also reduce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s; the
various internal spontaneous mechanisms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have higher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and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and
the rural formal finance can coexist; the private governance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is based on home － based community networks; the
role of various anti － poverty projects launch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governments is limited，in order to alleviate difficulties of loans
faced by households;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intervene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ly，they must consider the role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do not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finance
and formal finance，and few studies measured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re
fragmented，lacking of a consist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So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optional direc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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